2022年广东卷“复兴儒学”试题分析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彭湃中学王文庆
（2022年广东卷·4）魏晋以来佛教、道教广泛传播，宋人李觏认为原因在于“儒失其手，教化坠于地”；张载认为佛道追求的彼岸是虚幻的，与“吾儒”水火不容。由此可知，李觏，张载主张
A．儒法并用以维护君权                 B．立足考据以重建学风
C．复兴儒学以回应挑战                 D．杂糅佛道以构建理学
答案：C
试题立意：面对佛教与道教的挑战，士大夫努力重构社会各阶层对儒学的信仰。 
试题分析：此题主要考查了宋明理学，属于主干知识。该题展示了面对魏晋以来佛教、道教广泛传播，儒学家提出了自己观点，如李觏“儒失其手，教化坠于地”、张载认为佛道与“吾儒”水火不容，可知李觏、张载认为佛道传播严重威胁到了儒学的主流地位，使儒学所强调的道德教化难以在社会推广，所以主张复兴儒学，以便应对佛道危机，选C比较合适；A选项儒法并用，材料中并未体现儒学与法家思想的结合，且复兴儒学是材料中的目的，并没有体现维护君权，排除A选项；考据学盛行于清朝，主要代表是乾嘉学派，主要创始人明清之际顾炎武，B选项与宋代的时间不符，排除B选项；做题时，如果出现材料与所学知识相矛盾的情况，应该遵循材料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根据“张载认为佛道追求的彼岸是虚幻的，与‘吾儒’水火不容”，与D选项“杂糅佛道以构建理学”相矛盾，D选项排除。
◎史料素材阅读：
史学材料研读一：儒学与佛学
儒学与佛学的最早冲突见于《牟子理惑论》，其中谈到儒学对佛学的批评，主要是信佛者的行为方面。比如信佛者剃头僧服，违背《孝经》身体发肤“不可毁伤”的教导；独身不娶，违背《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行原则；说的都是死后的事，违背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原则，等等。佛学方面的回答，则说自己修的是大道，积的是大德，可以不拘小节，至于死后与鬼神之事，也不违背儒经。
晋代，越来越多的儒者开始信奉佛教的教义，争论深入到理论层面。轮回报应是否真实，成为儒学和佛学争论的焦点。刚刚学得一点佛学知识的儒者用传统的变化观念论说轮回，说人在天地之间生生死死“贤愚寿天，还复旧物；自然贯次，毫分不差”（罗含《更生论》）。坚持儒学立场的则根据传统的气聚气散理论，认为人死之后，“形既粉散，神亦如之”，不可能再原封不动地聚集起来进行轮回。
儒学传统的报应观念，认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前人的善恶，其承受者是自己的子孙。然而通过历史，儒者们很容易考察到，那些善人往往没有善报，恶人反倒子孙昌盛，因此怀疑报应是否存在。佛学方面则把佛教教义和儒学内容相结合，构造出所谓“三报”学说，即认为报应有三种：现报、身报和后报。现报就是报应立即兑现；身报就是说在自己的一生内，报应就会兑现；后报则认为报应是存在的，但报应的时机，则可能在死后的二世三世，也可能在百世千世，但报应是必然的。在这样的报应观念面前，那些怀疑报应的儒者就无话可说了。
在报应问题上，怀疑报应真实的儒者在争论中未能占到上风，于是他们把争论集中到轮回问题。当时的中国佛学认为，人死灵魂不灭，这不灭的灵魂乃报应的承受者。反对轮回的儒者范缜，则从形神关系上论证，形是神的质，神是形的用，离开形体，神就不存在，因此，人死不能为鬼，轮回报应都是不可能的。范缜的理论，被称为“神灭论”。与范缜相反的理论，被称为“神不灭论”。
“神不灭论”不仅仅是佛学的主张，也是儒学的主张。所以主张神不灭的人们当中，有佛教的僧人、居士，更多的则是儒者。当时反对神灭论而主张神不灭的儒者，郑鲜之、沈约、颜延之、萧琛、曹思文等，都是著名的儒者。他们援引的根据，不仅是佛经，也有儒经。并且他们指责，范缜的神灭论首先违背了儒家圣人的教导。
在鬼神存在、报应真实这个问题上，儒学和佛学是一致的。但儒学不认为死后的灵魂还会转生，所以儒学研究如何祭祀祖宗，因为祖宗那不死的灵魂总是在关注着自己的子孙。佛学则认为死后的灵魂要转生，所以佛教不祭祀祖宗，因为祖宗的灵魂已经轮回转生了。儒学说报应，是报应在子孙；佛学说报应，是报应给自己死后的灵魂，或者由这灵魂转生而成的人或生物。两家在报应问题上的比较，其相同是主要的。所以像范填那样彻底否定人死为鬼，从而否认轮回报应的儒者，并不是儒者的正统和主流。
佛教僧人不做官，也不服劳役，在儒者看来是不忠于国家；不娶妻生子，不在家奉养父母，在儒者看来是不孝。这个矛盾永远都是儒学对佛学的基本矛盾。但是佛学方面辩解说，为国家教化百姓，是最大的忠；能使父母成佛，是最大的孝。这个争论，是儒学和佛学基本立场的争论，因而也是长期难以解决的争论。
这一时期以儒学为背景和佛学发生的争论之一，表现于政治层面，就是国家的官员要求僧人礼拜王者。这一要求遭到了佛教方面激烈的抗争。以著名的高僧慧远为代表，认为使僧人显得高尚，更有益于教化百姓。儒者们的要求没有成功。
到了唐朝，以国家的名义下令，要求僧人按照儒学的礼制敬拜君主和父母。经过长期的争论和斗争，唐代后期出现了许多“孝僧”。孝僧的出现，是儒学对佛学的争论中的一个胜利。
从晋代到唐代，儒者信佛带有普遍的性质。儒者们的文集中，往往都有他们赞扬佛教教义的文章。像范缜那样坚决不信佛教教义的，很难找到。这种情况，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信仰非我既彼、相互排斥的背景下，不可能出现，也很难被以基督教为背景的人们所理解。但是在中国古代，儒者们信佛，如同他们到老、庄的著作中去寻求“可观”的东西一样，多是把它作为儒学的补充。而佛学的轮回报应学说，也确是儒学所没有而又为人所向往的内容。它给那些在现实中受了损害而又求告无门的人以虚幻的平等和希望，也给了那些在现实中损害了别人的人以解脱罪恶、获得来世幸福的方式。一般人都能够借助这种学说去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愿望，尽管所谓的实现是虚幻的。也就是说，一切人都能够在它那虚幻的世界里找到自己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希望。佛教的过度发展，会损害国家的现实物质利益；佛学的轮回报应学说，则是儒学教化的补充和助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学理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时期。面对这纷至沓来的新鲜理论，儒学尚无力消化它们。儒学从佛学中看到的，多是对自己的补充，尚无力对佛学进行系统全面的批评和反击。范缜等少数儒者对佛学的批评，还仅仅是零星的战斗。
——摘编自李申著：《简明儒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三章，第192-195页

史学材料研读二：“攘斥佛老、独树儒学”的思潮
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与古文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攘斥佛老、独树儒学”的思潮，开启了宋明新儒学运动的先声，是儒、释、道势力兴衰交替的契机。追溯宋明新儒学的渊源，往往上溯于唐代韩愈，如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说：“治宋学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唐，而昌黎氏为之率”。“曰寻水者必穷其源，则水之所自来者无遁隐。韩氏论学虽疏，然其排释老而返之儒，昌言师道，确立道统，则皆宋儒之所滥觞。”隋、唐时期，儒、道、释三家斗争和融合达到高潮，统治者对儒、道、释“兼容并蓄”的政策，使佛教发展的极为迅速，同时，亚洲佛教全面本土化的进程日趋成熟，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中国佛教宗派相继诞生。积极的因素是激活了唐代文化，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无不受到佛教的影响，表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诚如日本学者井上清所说：“唐朝的文化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日本历史》）释、道、儒以至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西方文化的互相激荡，激活了华夏文化的生命。盛唐文化是亚洲以至世界性的文化大交融。另一方面，儒、道、释之间抗衡、冲突和交融的结果，在当时的儒者所直接感受到的现状，是佛教、道教影响日益扩大，而儒学相对衰微，是华夏文化生命的歧出，加上安史之乱后“胡化”对汉化的严重冲突，政治文化危机日趋严重。排斥释老、复兴儒学、昌言师道、建立道统，是当时具有忧患意识、有历史责任感的儒者共同看法。韩愈登高一呼，推动古文运动、儒学复兴运动的展开。从韩愈写的《原道》、《谏迎佛骨表》、《原性》、《原鬼》、《原仁》、《原毁》等文章看，确如陈寅恪《论韩愈》所概括的：一曰：建立道统，证明传统之渊源；二曰：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三曰：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曰：诃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曰：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曰：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历史研究》1954年第二期）韩愈的呼吁也受到中唐、晚唐、宋初的儒者的响应，他直率的辟佛理论，曾给思想文化界以强烈的震动。张籍的《上韩昌黎书》，李翱的《去佛斋》，皇甫湜的《制策一道》、《送孙生序》，皮日休的《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还有宋初、中期孙复的《儒辱》、石介的《怪说》、李觏的《潜书》、欧阳修的（本论》等，都是对韩愈呼吁的反响。从中唐激发的、虽几经周折、时断时续的复兴儒学、改革文风、排斥佛老、建立道统的思想文化运动，是收到一定效果的。苏轼表彰韩愈“道济天下之溺，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是言符其实的。
——摘编自韩钟文著：《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二章，第76-77页

史学材料研读三：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兴
唐代中叶出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文体改革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儒家学说的复兴。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首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古文运动提倡恢复先秦、两汉的古代散文传统，实则是复古其名，创新其实，力图借提倡古文，在恢复古代儒家道统的同时，开创一个文学发展的新局面。因为它同时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社会思想斗争的性质。古文运动的两员主将是韩愈和柳宗元。
韩愈的主要贡献是为古文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不仅提出了“古文”这一概念，还表明自己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即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以复兴儒学。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基本观点。就文本身而言，他主张“文从字顺”，“惟陈言之务去”，强调既要博学群书，又不蹈袭前人，做到推陈出新。他的古文，众体兼备，文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有许多名篇传世，如《师说》、《进学解》、《祭十二郎文》、《原道》、《争臣论》等，多以发扬儒道为根本。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人。
柳宗元在占文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韩愈。他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声称自己写文章是为了“辅时及物为道”，反对片面迫求辞藻的华丽。他认为作家的行为和品德是创作的首要条件，其作品的社会功用是“褒贬”和“讽喻”，文章应该写得“词正而理备”。柳宗元也有大量名篇被人传诵，如《天说》、《封建论》、《非国语》、《永州八记》等。
由于韩愈、柳宗元以及韩门弟子李翱、皇甫湜等人的宣传倡导和创作实践，唐后期古文写作蔚然极盛，质朴流畅的散体终于取代骈体，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而儒家学说也随着古文作品的广泛传播而复兴起来。
唐代古文运动提出的“文以载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所指的“道”，固然是封建主义的儒家伦理，但韩、柳等人的创作也表明，他们主张的“传道”、“明道”并不排斥对于现实的评议和批判。正因为此，“文以载道”的主张为后世文人普遍接受。同时，古文运动不仅结束了骈文的长期统治，恢复了古代散文的历史地位，还把散文的实用范围扩大到反映日常生活的广泛领域，使这种新型的散文成为有别于诸子散文、史传散文和政论散文的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北宋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学改革运动，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新的古文传统。而这种新的古文传统，支配文坛一千多年，直到新文学运动以后才被语体文所代替。由此足以说明唐代古文运动对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摘编自庞朴主编：《中国儒学（第三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月第1版，第315-316页
史学材料研读四：道教与儒学的矛盾
道教的形成和发展也与传统的儒学存在很大的矛盾。民间巫鬼道教以符水、祈禳治病，提倡首过向善，宣扬平等互助，对于缺医少药、陷于生活和精神痛苦中的下层人民有很大的诱惑力，不但容易造成对封建政权统治的离心倾向，而且往往可以直接用来作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反抗统治斗争的手段，黄巾起义是如此，李特、李雄领导的流民起义是如此，孙恩、卢循的武装起事，不管是农民起义性质，还是世族阶级的内哄，利用的也是民间道教的影响。在这方面，它对根据儒学社会原则建立起来的封建社会结构的危害比佛教更大。即使是民间道教受到压制，道教的总体倾向朝追求长生成仙转化，它对传统儒学的原则和观念也是一种背离和挑战：它违背了儒学的治世精神，也违背了儒学的伦理纲常，它冲击了儒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削弱了儒学的社会影响。
——摘编自刘振东：《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三章，第299-300页

史学材料研读五：李觏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今属江西）人，南城在盱江边，故学者称盱江先生。北宋儒家学者，思想家、经学家。
李觏屡试科举不第，以教学为生，创建“盱江书院”，从学者常有数百人。后经范仲淹推荐，任太学助教、直讲，卒年五十岁。北宋时期的江西学风重经世致用，这一学风，由欧阳修倡之于前，王安石得君行道于后，而李觏则是处于其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代表。他的许多思想给予范仲淹“庆历新政”理论上的支持，又是后来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渊源。由于重经世实用，在经学上李觏颇重《礼》学，《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是其“通经致用”的理论代表作，对王安石后来作《周礼新义》不无影响。由于重实用，所以李觏反对孟子，著有《常语》以驳孟子思想，反对所谓的“重义轻利”，认为“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李觏集·原文》）成为宋学中“非孟”思潮的先驱者。学术上以儒学为宗，反对佛、道二教，是庆历之际排佛、道
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李觏著作有《盱汇文集》（又名《直讲李先生文集》），今有校勘标点本《李觏集》，其中《礼论》、《周礼致太平论》和《庆历民言》等是其思想和学术的代表作。
——摘编自庞朴主编：《中国儒学（第二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月第1版，第121-122页

[bookmark: _GoBack]史学材料研读六：儒释道合流与理学形成
北宋时期，是在儒家经学、道教与佛教相结合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理学的形成时期。理学是哲学化的儒学，其中渗透了佛教和道教的思辨方法和认识方法。
理学，又称宋明理学，或称道学和宋学。从广义上来讲，它是指宋明时期以研究儒家的六经、四书的义理为特点的义理之学。而一般所说的理学，则是从狭义方面说的，特指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它形成于北宋，经南宋进一步发展，至元代而朱、陆合流，到明朝更有新的发挥，延及清代前期渐趋衰落。理学自称直接继承了孔孟儒学，其实在其中不仅有儒学的正统思想，而且还有佛教、道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的痕迹。特别是佛教和道家，对它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理学实际上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为核心，佛学的思辨结构作骨架，并吸收了老庄“道生万物”的宇宙观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思想体系。
北宋时期，州县学校兴起，书院林立，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学术思想领域因此出现了新的情况，其首要表现为经学笺注的没落。唐朝钦定的《五经证义》已经统治了三百年，至此时其地位开始动摇。仁宗庆历年间，诸儒发明经旨，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经》，黜《诗序》，敢于疑经，更无论经注了。对传统经传的怀疑，表明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经学笺注的没落，说明传统注经已不足以“道德而同风俗”。尽管统治阶级扩大经书范围，从五经、七经而九经、十三经，但是也无法挽救经学笺注的没落。时代在呼唤新的学术思想。
与此同时，经过唐朝佛教诸大宗派的创立与发展，北宋的学术思想领域渗透了佛学思想。宋太祖开宝四年（917）始刻宋版《佛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1）刻成，共一千零七十八部、五千四百八十卷。在宋代，华严宗和禅宗的影响最为显著。周敦颐的《爱莲说》显然与佛教莲花自性清净说有关。朱熹的理学思想，反映了华严宗的印迹，其《中庸章句》的《序说》脱胎于华严宗的理事说，而又自云出于程颐。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明显地接受了禅宗的影响。这是佛学渗透的一面。另一方面则为佛学与儒经的比附。如释契嵩的《镡津文集》，竟以佛子而作《中庸解》、《皇极论》，又作《原教》、《孝论》，以明儒释之道一贯。在宋代，道教思想的渗透也很清楚，但其影响不如佛学渗透的深刻。《先天图》、《河图》、《洛书》、《太极图》的传授，均出自道教。周敦颐的《太极图·易说》和邵雍的天根、月窟说，都受到了道教的影响。朱熹著《参同契考异》，是明显地关心研究道教的经典。佛学与道教思想，在积极地向宋代的学术思想领域内实行渗透。
正是因为经学笺注的没落，佛学与道家思想的渗透，才使儒佛道三家合流，提供了理学形成的学术思想条件。宋初孙复解《春秋》和石介解《周易》，不重训诂，而重义理，揭开了理学借用儒家经典以创立自身理论体系的序幕。其后周敦颐、张载儒、道结合，以“理”与“太极”和“气”，奠定了理学的基础。至程颢、程颐时，更引入佛教华严宗的理中，佛性说和禅宗的思辨结构，终于形成了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思想体系。
理学不仅在本体方面走上了一条儒释道三种思想体系互相融合的道路，而且在认识论、人性论、性理修养和范畴使用等方面，也都汲取了佛学和道家不少的东西。正是由于汲取了佛学、道教和其他哲学思想的一些思想资料、思维结构形式，理学才成为一个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的思辨心较强而又集古代唯心主义之大成的思想体系，并被确立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长达七百年之久，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庞朴主编：《中国儒学（第三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月第1版，第320-321页

试题反思：首先，本题在核心素养方面考查了唯物史观的素养，通过“儒失其手，教化坠于地”、佛道与“吾儒”水火不容的社会情况，面对这种社会问题，在社会意识方面出现了复兴儒学的思想；其次，蕴含了史料实证的素养，通过与“吾儒”水火不容，就不能得出“杂糅佛道以构建理学”，体现了史料实证素养中的“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在学术前沿所用的理论方面，体现了挑战—应战的视角，所以本试题的立意：面对佛教与道教的挑战，士大夫努力重构社会各阶层对儒学的信仰；在家国情怀素养方面，面对佛教与道教的挑战，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总能吸收异质文化，保持了中华文化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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